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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

    王  浩

〔提   要〕拜登政府从护持美国霸权地位出发，全方位、深层次调整

美国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既有别于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又有别于“特

朗普主义”的“拜登主义”外交理念。拜登主义以“务实的现实主义”、“新

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内政—外交互联思维为内涵逻辑，致力于

因应全球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对美国霸权的冲

击。拜登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出五大外交政策支柱并产生多方面战略影响，

也面临一系列来自美国内政和外交层面的制约因素，能否成为推动美国

外交政策转型的历史遗产有待观察。总体而言，拜登主义都代表了美国

主流精英对时代变局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政策转型探索，有其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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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独具特色的历史传统，以历届总统命名的各类“主义”通常成

为不同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拜登政府执政后，从美国面临的时代

变局出发，以一系列新的战略理念为指引，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全方位、

深层次调整，由此推动“拜登主义”（Biden Doctrine）渐趋成型并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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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从 2022 年 1 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接受《外交政策》杂志专访时首度在官方层面提出拜登主义的

概念并赋予其“为未来十年的美国外交定向”的定位，到 2022 年 10 月拜登

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时代变局背景下美国外交政策既有别于传统自

由国际主义、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一整套目标愿景、战略路径和优先事项

的布局，都表明拜登主义具有值得关注的中长期战略意涵与较为鲜明的转型

特征。[1] 随着拜登政府执政进入第四年以及 2024 年美国大选的日益临近，对

拜登主义这一业已成型并可能产生持续战略影响的美国外交政策理念进行探

讨正当其时。

一、拜登主义的生成背景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宗明义指出：“后冷战时代无疑已终

结”，“我们现在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未来的世界是走向冲突失序还是变得稳

定繁荣”。[2] 这一首次来自美国官方的对后冷战时代终结的判断表明，把控

世界政治拐点的战略需要成为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理念生成的背景。[3] 该背景

由美国政治精英所认知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意识形态三维重大结构性变

化组成。

（一）地缘政治背景：大国竞争与跨国挑战交织加剧

在拜登政府看来，时代变局首先体现在变化了的地缘政治环境。在后冷

[1]　Amy Mackinnon, “Defining the Biden Doctrine: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Sat down with FP to Talk about Russia, China, Relations with Europe, and Year One of the 
Biden Presidency,”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8,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1/18/national-
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interview-qa-biden-doctrine-foreign-policy/；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
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6.
[3]　赵明昊：《把控世界政治“拐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美国研究》

2022 年第 6期，第 58-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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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代，美国的地缘战略并非聚焦大国竞争，而是在威胁评估基础上将应对

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1] 尽管奥巴马政府通

过“亚太再平衡”等战略调整谋求在应对大国竞争与打击恐怖主义间的平衡，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进一步突出了应对大国竞争的重要性，但大国竞争全面回

归的标志却是拜登政府执政后的两大里程碑事件：一是 2021 年 8 月美国从阿

富汗撤军，宣告其以全球反恐为重心的时代彻底终结和以大国竞争为重心的

时代正式开启；二是 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首度冲击了后冷战时代的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使大国竞争成为时代变局的催化剂。

上述两大地缘政治变化构成世界政治走出后冷战时代的拐点和拜登政府

《国家安全战略》出台的背景，在该报告中，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

竞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底色和优先事项。一方面，该报告提及中国超过 60

次，称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地缘政治挑战”和“唯一既有意愿又有能

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中美竞争将迎来“决定性的十年”，美国对华

战略的总目标是“竞赢”（outcompete）中国。另一方面，该报告也强调“俄

罗斯选择采取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其目标是推翻国际秩序的关键要素”，“俄

罗斯对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紧迫持续的威胁”。[2] 由此可见，应对大国竞争

在冷战结束三十年后再度回归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议程。

如果说美国政治精英对大国竞争全面回归的认知标志着一种完全有别于

后冷战时代的外交政策理念正在生成，那么拜登政府对当今世界面临的跨国

挑战加剧的强调，则意味着这一新理念亦非是对美国冷战外交的简单复制，

而是具有更为精巧的战略设计。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新冠疫情、气

候危机和粮食安全等跨国挑战不仅被列为与大国竞争并重的外交政策议程，

而且二者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即美国在同中国等大国竞争的同时，还将不

[1]　左希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99页。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p.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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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与之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以应对各类跨国挑战，否则这些挑战将持续加

剧。这一复合型压力相互交织且彼此矛盾的特点，使美国外交政策制定面临

的地缘环境远比冷战和后冷战时代更为复杂，也使“新冷战”无法成为现实

政策选项。[1]

（二）地缘经济背景：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兴起

从地缘经济层面看，近年来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内部民粹主义与逆全球

化思潮的兴起，对后冷战时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

为内核的主流地缘经济理念形成颠覆。肇始于 2016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

英国脱欧两大政治事件的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起初被认为是一股情绪

化的边缘力量，无法对后冷战时代的地缘经济格局造成根本冲击，甚至直到

2020 年美国大选期间和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民主党建制派一系列充满自由

主义和“去特朗普化”色彩的国际经济政策主张，如修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一度让国际社会对拜登政府重返奥巴马主义的外交

政策路线抱有期待。[2]

然而，正如美国学者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指出的，拜登主义让

人感到紧张，原因是拜登政府上台后推行的经济政策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美

国优先”理念。[3] 无论是沙利文对二战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否定和拜登政

府对经济事务越来越深的介入，抑或是拜登政府在削减对华关税和调整贸易

政策方面的踟蹰不前，都表明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在美国产生的影响是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p.23-25.
[2]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ebruary 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
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 s-place-in-the-world/; Joseph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2, March/April 2020, 
pp.64-76.

[3]　Fareed Zakaria, “We Now Have a Biden Doctrine. It Makes Me Nervou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5,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3/05/05/biden-doctrine-sullivan-
protectionism-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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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党派和持久的。有学者认为，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理念本质上是民主党建

制派对美国民粹主义的再包装，体现的是一种改头换面的“美国优先”原则。[1]

当然，这种改头换面——如将“脱钩”调整为“去风险化”——的确体现出

作为建制派精英的拜登团队与极端的特朗普主义的差异。然而总体上看，尽

管拜登政府在言辞上高举自由国际主义大旗，在政策实践中却无法摆脱民粹

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影响的事实，进一步确认了全球地缘经济格局正面临同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一样的拐点，这成为拜登主义生成的地缘经济背景。

（三）意识形态背景：“历史终结论”终结与西方民主困境

除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中长期结构性变化外，时代转换拐点还存在于

后冷战时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共识的崩解及其民主体制日益加深的困境中，

这导致美国不仅面临经济和安全等硬实力相对衰落的挑战，还出现价值观号

召力和国内治理能力下降的软实力衰落态势。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学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终结论”，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自由民主

神话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论基础。[2] 然而，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和特朗

普现象的出现，连同全球民主衰退的加剧，使“历史终结论”被历史所终结。

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将民主困境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3]

2021 年 11 月，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所（IDEA）发布报告称，包括美国

在内的“全球民主政体”过去 10 年都经历了民主退步。[4] 而围绕 2020 年总

统选举结果合法性的纷争曾酿成一场美式民主危机，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冲击

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并引发骚乱。该事件被拜登定性为“对美国民主的致

[1]　刘飞涛：《拜登“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理念、方略及前景》，《美国研究》2021

年第 4期，第 89 页。

[2]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Penguin Press, 1992.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p.7-9.
[4]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The Global State of 

Democracy Report 2021: Building Resilience in a Pandemic Era,” November 2021, https://idea.int/
gsod/sites/default/files/2021-11/global-state-of-democracy-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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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攻击和对宪法的严重威胁”。[1] 因此，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

强化国内民主基础、重新发挥美国“榜样力量”视为重要目标，并将大国竞

争归结为所谓“民主与威权的较量”。[2] 拜登宣称，美国面对大国战略竞争

时“必须证明民主是管用的”。[3] 布林肯指出，“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

的竞争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竞争，“威权国家”试图证明其行事方式比民主国

家更能满足公民需求。[4] 面对全球意识形态变局，拜登政府正在构建一个“民

主—威权”竞争性叙事框架，这被美国学者布兰兹（Hal Brands）理解为拜

登主义的突出要义。[5]

二、拜登主义的内涵逻辑

上述三重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多维度、深层次挑战，推动拜登政府将探索

美国外交政策转型作为中心任务，因此拜登主义的内涵逻辑植根于对地缘政

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的因应之中。

（一）以“务实的现实主义”因应地缘政治之变

与特朗普主义展现的唤醒美国民族国家意识并突出国际政治竞争本质

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相比，拜登主义对美国国

[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to Mark One Year Since the January 6th 
Deadly Assault on the U.S. Capitol Hill,” January 6,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
room/speeches-remarks/2022/01/06/remarks-by-president-biden-to-mark-one-year-since-the-january-
6th-deadly-assault-on-the-u-s-capitol/.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p.8-9.
[3]　Nicole Gaouette, “Biden Says US Faces Battle to ‘Prove Democracy Works’,” CNN, 

March 26,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3/25/politics/biden-autocracies-versus-democracies/
index.html. 

[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on Advancing Technology for 
Democracy,” March 30, 2023,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on-advancing-
technology-for-democracy/. 

[5]　Hal Brands, “The Emerging Biden Doctrine: Democracy, Autocracy, and the Defining 
Clash of Our Time,” Foreign Affairs, June 29,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
states/2021-06-29/emerging-biden-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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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特性和国际政治本质有着更加多维的理解。[1] 拜登政府认为，特朗普主义

的极端和狭隘损害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难以发展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有效模

式。[2] 同时，拜登主义也与二战后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不同，

它“拒绝自由国际主义的假设，尤其是以军事手段向海外输出民主制度、推

广普世价值和进行‘国家建设’”。[3] 正如拜登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讲话中

强调，“除非美国本土或我们的盟友遭到攻击，否则美国将不会在海外进行

大规模军事行动，更不会以此改造他国。”[4] 因此，拜登主义既背离了美国

的“自由霸权”传统，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民族国家”视野，对拜登主

义的理解需要从其对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 + 跨国挑战”双重地缘政治挑战

的认知入手。该认知不仅比“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表现出更具多维特征的外

交政策思维，也表明当前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冷战及后冷战时代均存

在明显差异，因而自由国际主义同样无法因应新的时代关切。由此，拜登主

义试图以“务实的现实主义”（pragmatic realism）对“自由霸权”和“民

族国家”进行调和以因应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其基本认知有三点。

一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认知回归现实。一方面，“务实的现实主义”

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的目标已变得不切实际，尤其是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政

权更迭和国家建设。这一认知在拜登政府的阿富汗撤军决策、应对乌克兰危

机的“背后作战”方式以及拒绝实际下场卷入新一轮巴以冲突等行为中体现

得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务实的现实主义”反对“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将

[1]　Michael Anton, “The Trump Doctrine: An Insider Explains the President’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pril 20,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4/20/the-trump-doctrine-
big-think-america-first-nationalism/.

[2]　Joseph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pp.64-76.

[3]　Joshua Shifrinson and Stephen Wertheim, “Biden the Realist: The President’s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Has Been Hiding in Plain Sight,”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9, 2021, https://www.
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9-09/biden-realist.

[4]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End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August 3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8/31/remarks-
by-president-biden-on-the-end-of-the-war-in-afghan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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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建立在民族国家认知上的做法，认为美国应广泛参与国际

事务、通过共同利益纽带增进盟友体系凝聚力以强化自身全球领导地位。[1]

概言之，“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其对外交政策目标的界定有助于美国同时

推进大国竞争和应对跨国挑战。

二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相对客观。长期以来，“现实利益—意识形态”

的美国外交政策二元分析框架一直存在两个变量重要性的争论。[2] 自由国际

主义认为，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是同等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但在“有原则

的现实主义”看来，现实利益是唯一重要的目标。上述分歧归根到底在于“自

由霸权”与“民族国家”两种定位存在张力。对此，“务实的现实主义”主

张淡化意识形态以低成本维护美国霸权，但同时坚持发挥意识形态的应有作

用，将其作为服务美国现实利益的工具。例如，拜登政府在应对大国竞争和

强化盟友体系时尽管采用意识形态的叙事方式，但其政策实践却以现实利益

为导向。[3]

三是对国家间合作与竞争关系的认知更趋均衡。自由国际主义强调国家

间合作及其对国际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稳固美国霸权，“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则指出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竞争。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务实的现实主义”

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合作理念已不适应当下以大国竞争为内核的国际关系现

实，同时也反对“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完全以竞争界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做法。

为同时推进大国竞争与应对跨国挑战，“务实的现实主义”提出对华政策“三

分法”——竞争、合作、对抗。特别是经历 2023 年初的“无人飞艇事件”冲

击后，拜登政府开始强调对华竞争的同时应维持中美对话与合作，使双边关

[1]　Joshua Shifrinson and Stephen Wertheim, “Biden the Realist: The President’s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Has Been Hiding in Plain Sight.”

[2]　高程：《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美国研究》2012 年第 2期，

第 82-96 页。

[3]　Joshua Shifrinson and Stephen Wertheim, “Biden the Realist: The President’s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Has Been Hiding in Plain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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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摆脱此前的失衡状态。2023 年 11 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的成功举行，进

一步表明了中美两个大国推动合作与管控竞争对于两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

（二）以“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因应地缘经济之变

面对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带来的地缘经济变局，拜登主义致力

于为走出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经济政策建章立制，重振美国经济霸权，其内涵

逻辑体现在“新华盛顿共识”和拜登经济学两大理念中。一方面，沙利文以

“新华盛顿共识”为内核的演讲 ( 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宣告了

后冷战时代“华盛顿共识”的消亡，提出了一套新的经济政策主张。有学者

认为这是一项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宣言，其历史地位堪比马歇尔计划。[1]“新

华盛顿共识”认为，后冷战时代的地缘经济格局掏空了美国制造业、帮助了

竞争对手崛起、加剧了气候危机和贫富差距。因此，拜登政府主张重新定义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施新型产业政策，强化与盟友伙伴的合作以构建有韧

性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技术及工业基础，同时更新国际多边经济制度并通

过“小院高墙”维护美国技术优势。[2] 不难看出，“新华盛顿共识”既充斥

着服务产业回流美国的保护主义思维，也体现出助力美国应对大国竞争、护

持经济科技霸权的泛安全化思维。

另一方面，拜登经济学旨在以沙利文在界定拜登主义时提出的“投资美

国”方式因应地缘经济之变。2023 年 7 月，拜登正式签署总统行政令，内容

包括推动联邦科技研发、助力本土制造业繁荣、促进就业增长、服务美国工

人利益和增强供应链韧性，白宫称之为拜登经济学的写照。[3] 如果说“新华

[1]　钟飞腾：《“新华盛顿共识”能否取代“华盛顿共识”》，《世界知识》2023 年第

14 期，第 55 页。

[2]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3]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Fede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Support 
of Domestic Manufacturing and United States Jobs,” July 2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
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3/07/28/executive-order-on-fede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
in-support-of-domestic-manufacturing-and-united-states-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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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顿共识”重在利用霸权优势重塑美国外部经济环境以打压竞争对手、提升

自身经济相对竞争力，那么拜登经济学则致力于重构美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基

础尤其是产业结构和技术优势，以增强自身经济绝对竞争力。两种政策思维

内外配合、互为补充，构成了全球地缘经济变局下拜登主义的经济内涵逻辑。

（三）以内政—外交互联思维因应意识形态之变

面对美国国内民主危机和西方民主衰退困境，拜登总统反复强调要重振

民主这一美国的“国家之魂”（soul of the nation）并推动全球民主复兴。[1]

为实现上述目标，拜登主义提出内政—外交互联思维。2019 年 7 月，拜登在

纽约举行的竞选集会上便首次宣称“内政即外交，外交即内政”。[2]2020年春，

拜登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进一步提出应将美国外交政策建立在国内中

产阶级利益基础上的理念。[3] 执政后，从题为“美国的世界地位”的总统首

次外交政策演讲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拜登政府始终将国内政治置于整

体外交政策构想的中心。[4]

“以外促内”是拜登主义因应全球意识形态变局的思路，它致力于以外

交政策为抓手助推一系列深层内政问题的解决，从而修复美国民主制度和重

塑意识形态优势。具体而言，一是“内因外导”，运用所谓“民主—威权”

竞争性叙事框架进行国内政治动员，以在高度极化分裂的政治社会中通过外

部压力倒逼形成国内共识，甚至寻求复制“冷战共识”经验，这与特朗普代

表的右翼极端主义试图强化对立的做法相反。二是“内病外治”，通过“新

华盛顿共识”等建立在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基础上的政策理念重构全球

[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Continued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 September 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
remarks/2022/09/01/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continued-battle-for-the-soul-of-the-nation/.

[2]　Joe Biden,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July 11, 2019, https://www.democracyinaction.us/2020/biden/
bidenpolicy071119foreignpolicy.html.

[3]　Joe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4]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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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解决美国经济结构的深层内在问题，因应

中产阶级诉求，重新发挥该群体“民主基石”的作用。三是“内责外担”，

通过构建“民主国家联盟”、在联盟体系内强化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掩盖

其以盟友伙伴利益为代价服务自身霸权的本质，这一点也与特朗普主义的单

边主义倾向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拜登政府近年来主推的一系列双边和小多

边倡议，尤其是“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内含的不对等开放市场条款，

都是单方面满足美国私利的体现。[1]

三、拜登主义的政策支柱

在上述内涵逻辑支配下，拜登主义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发展出五大政策

支柱。

（一）以遏制为底色的多维度大国竞争政策。在大国竞争重新成为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首要关切的背景下，拜登主义“务实的现实主义”思维在实践

中体现为其大国竞争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多维特征，包括竞争与管控竞争

（“负责任的竞争”）、强化制衡与建立“护栏”、军事威慑与战略稳定、

必要的合作与“该对抗时的对抗”等，但其政策底色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遏

制。[2] 就对俄政策而言，拜登主义利用乌克兰危机加大对俄遏制打压力度，

通过对乌军事援助、对俄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以及拓展强化北约等手段，试

图在欧亚大陆构建起对俄长期遏制的新战略架构。[3] 就对华政策而言，拜登

主义以遏制为底色的多维度竞争政策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军事安全领域的“一

[1]　王浩、宋天阳：《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

安全战略》，《美国研究》2023 年第 1期，第 82-112 页。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p.7-9.
[3]　Nicolas Bouchet, “The Impact of the War in Ukraine on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German Marshall Fund, May 10, 2022, https://www.gmfus.org/news/impact-war-ukraine-
transatlantic-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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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威慑”，一方面加强对华遏压，另一方面注重防范冲突。[1] 同时，拜登

主义致力于印太和欧洲两大地缘要地的安全联动，加大对华制衡力度。[2] 二

是经贸和科技领域的“去风险化”，一方面加快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关键产业

与核心技术的对华精准脱钩并将其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3] 另一方

面则因美国本土制造业产能无法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而致力于维持中美经贸关

系以服务自身利益。三是在意识形态和全球治理领域，一方面与中国争夺国

际影响力，将所谓“民主—威权”叙事运用于“重建更好世界”倡议与“一

带一路”倡议的竞争中，另一方面又在气候变化等重大跨国挑战领域谋求对

华合作。显然，上述复杂的战略设计不仅与冷战时期美国基于自由国际主义

和遏制原则的大国竞争政策不同，更有别于特朗普主义“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所表现出的极端、狭隘的大国竞争理念。

（二）应对跨国挑战和重振美国国际领导力的“重返外交”政策。寻求

推进大国竞争与应对跨国挑战间的平衡是拜登主义值得关注的重大新理念，

后者在实践中表现为通过“重返外交”重振美国国际领导力。特朗普政府时期，

美国在全球治理上大搞“退出外交”的做法不仅破坏了国际合作，也损害了

美国软实力和国际领导地位。拜登政府推动美国重返旨在应对气候危机的《巴

黎协定》和其他一系列国际组织，并试图在粮食安全、清洁能源转型和基础

设施建设等议题上重新发挥领导作用。在此过程中，美国在国际组织层面的

对华竞争日益深化。正如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的，“面对国

家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美国必须保持和增强在应对共同挑战方面的国际

[1]　该理念的内涵包括：在多个作战领域构建对华军事优势、应对不同冲突类型、强化

与盟友的联合行动能力、进一步开发前沿军事科技、推进多领域协同作战；同时，强调中美

要建立“护栏”、防止坠底、提升危机沟通、实现战略稳定。参见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p.20-21；Timothy Heath, Kristen Gunness and Tristan Finazzo,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War: Scenarios of Syste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AND 
Corporation, 2022,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830-1.html。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11.
[3]　“Tech Central to 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Says White House,” Business 

Standard, February 16, 2021,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international/us-engaged-in-
strategic-competiton-with-china-with-tech-as-centre-wh-1210206001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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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不同国家将在利益不一致的地方负责任地竞争，在利益趋同的地方

合作。”[1] 总的来看，拜登主义重视跨国挑战的背后有三重动因：一是在应

对气候变化和开发清洁能源技术等过程中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提升经济竞争

力；[2] 二是通过应对跨国挑战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并将国际发展打造成重

要外交工具；[3] 三是以应对跨国挑战为抓手重塑联盟体系凝聚力。[4] 实践中，

拜登主义的“重返外交”着眼于四方面重点。第一，以《通胀削减法案》和“领

导人气候峰会”为内外抓手力推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与清洁能源转型。第二，

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重振美国领导，通过为他国提供新冠疫苗、支持“新冠

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和推动全球卫生机制改革增强美国国际影响力。

第三，提升美国在全球粮食安全上的可见度，以乌克兰危机为背景发起“全

球粮食安全路线图”、出台“全球粮食安全战略”，动员100余国共同行动。[5]

第四，通过“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机制在国际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强化对华竞争、提升美国影响力。拜登主义在应对跨国挑战方面与特朗普

主义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认知逻辑和行动方向。

（三）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拜登政府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不

仅致力于因应全球地缘经济变局带来的挑战，还意在通过投资美国、重振中

产阶级以修复国内民主、因应全球意识形态变局。因此，这一政策反映出拜

登主义独特的内涵逻辑，尤其是“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内政—外

交互联思维。同时，它还反映出拜登主义试图修复特朗普主义及其背后的右

翼极端主义对美国民主与全球领导地位的破坏。实践中，第一，该政策旨在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27.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limate Risk Analysis,” October 

2021, https://media.defense.gov/2021/Oct/21/2002877353/-1/-1/0/DOD-CLIMATE-RISK-
ANALYSIS-FINAL.PDF. 

[3]　Samantha Power, “The Can-Do Power: America’s Advantage and Biden’s Chance,” 
Foreign Affairs, Vol.100, No.1, 2022, pp.17-19.

[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27.
[5]　USAID, “U.S. Glob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Fiscal Year 2022-2026,” June 2022, https://

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Global-Food-Security-Strategy-FY22-26_50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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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外交与内政间的界限，提升美国经济社会竞争力，通过现代产业战略增

强美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优势，从而在为中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同时巩

固美国霸权。拜登政府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和《芯

片与科学法案》加强对美国国内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科研创新的投入，认

为“经济优先”是凝聚中产阶级政治共识、弱化特朗普主义及其右翼极端主

义发起的“文化战争”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分裂的最佳路径。[1] 第二，通过“公

平贸易”和供应链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和实现“友岸外包”、改善中产

阶级就业机会。拜登政府的公平贸易政策通过《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

制造》等行政令力推“美国制造”的复兴。拜登政府的供应链战略则试图以

内政外交相互配合的方式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使其结构和规则有利于美国

及其中产阶级。第三，在延续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重视民主人权的同时减少

海外军事干预、与其他国家分担责任。这一做法一方面意在彰显美国作为以

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社会的道义优势，另一方面则试图减轻自身战略负担

和为国内中产阶级“止血”。[2] 拜登政府的阿富汗撤军行动是这方面的突出

表现。

（四）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是拜登主义以“务实的现

实主义”因应地缘政治之变和以内政—外交互联思维因应意识形态之变相结

合的独特产物。相较于自由国际主义的“民主扩张”战略，该政策更强调民

主国家的“内聚力”和“防御力”，以此推动“全球民主重振”和应对大国

竞争。相较于特朗普主义及其背后右翼极端主义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取向对美

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损害，该政策致力于以价值观为纽带凝聚美国同其盟友伙

伴共识、重振美国软实力和全球领导地位，同时也蕴含着修复特朗普政府时

期遭到破坏的美国与其盟友伙伴间的关系、服务大国竞争并推动盟友伙伴分

[1]　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anet L. Yellen 
on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Economic Agenda in Ohio,” October 27, 2022, https://home.
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057.

[2]　刘飞涛：《拜登“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理念、方略及前景》，第 84页；韦宗友、

张歆伟：《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21年第4期，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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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责任等基于现实主义的具体利益考量。[1] 实践中，除构建“民主—威权”

竞争性叙事框架外，拜登政府还通过举办“全球民主峰会”、打造价值观联

盟和将打击腐败视为优先事项等追求上述目标的实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拜登主义在价值观外交推进中还将意识形态与经济、技术和安全等结合，使

得这一理念的现实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例如，在供应链问题上拜登政府反复

炒作所谓“民主供应链”和“价值观导向的供应链”，力图使价值观成为掩

盖美国谋求自身经济私利和扭曲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合理化外衣。[2]

（五）构建多层次与互嵌型联盟体系政策。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构建多

层次与互嵌型联盟体系不仅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也被视为拜登主

义与特朗普主义的最直观分野之一。首先，就传统安全联盟而言，拜登政府

利用乌克兰危机扩展和增强了北约这一“跨大西洋联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一方面，瑞典和芬兰的加入扩大了北约的地域范围；另一方面，欧洲对美国

的安全依赖进一步增强。[3]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拜登主义推动“印太北约

化”和“北约印太化”，增进印太和欧洲两个区域的联动以使联盟体系运转

更加有效，如推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与欧盟、英国深入开展安全合作，

新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AUKUS）和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

共同深化对华安全竞争。[4] 其次，拜登主义还致力于在传统安全联盟之上打

造各类多层次、互嵌型联盟，推动美国全球联盟体系的转型以因应时代变局。

拜登政府意识到，在全球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相互

交织的背景下，传统安全联盟已不足以帮助美国有效应对各类挑战，特朗普

主义背离盟友伙伴的做法更是对美国全球战略利益造成根本损害。基于此，

[1]　叶成城、王浩：《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初探》，《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 9期，

第 11-17 页；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18.
[2]　The White House, “‘Quad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May 24, 2022, 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4/quad-joint-leaders-statement/.
[3]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The 2022 NATO Summit in Madrid,” June 29, 2022, 

https://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29/fact-sheet-the-2022-nato-
summit-in-madrid. 

[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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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需要在安全以外构建经济、技术和价值观多层次联盟并与安全联盟形成

互嵌，以大幅增强联盟凝聚力和多元化。实践中，拜登政府先后发起包括“芯

片四方联盟”（CHIP4）、“关键矿物联盟”（CMMI）、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

会（TTC）在内的经济、技术和供应链联盟以及“全球民主联盟”等价值观联

盟，并将它们与美国在欧洲和印太的传统和新兴安全联盟（如“五眼联盟”、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相结合。

四、拜登主义的战略影响及制约

作为美国外交政策转型探索，拜登主义特有的内涵逻辑和以此为指引形

成的五大政策支柱，在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产生了值得关注的战略影响——

尤其是它提出了一整套既有别于自由国际主义，又不同于特朗普主义的来自

美国主流建制派精英的政策思路和应对方案，可能在中长期意义上重塑美国

外交政策并产生深远的国际战略影响。当然，拜登主义也面临一系列来自美

国内政和外交层面的结构性、深层次制约因素。有鉴于此，它能否成为推动

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的持续动力甚至历史遗产，尚需进一步观察。

（一）拜登主义的内外战略影响

在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联系日益密切、界线日益模糊的背景下，拜

登主义不仅在外交也在内政领域产生了相应战略影响。

从理念层面看，拜登主义所具有的“中间主义”特征将有可能重塑美国

的外交政策理念，进而产生中长期战略影响。拜登主义在因应全球变局中吸

纳和扬弃了自由国际主义和特朗普主义的要素，形成了一系列既符合美国现

实战略需要又避免与传统彻底割裂的更具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间主义”

理念，力求在时代转换背景下兼顾美国现实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从吸纳角

度看，拜登主义试图延续和拓展自由国际主义的重要遗产——国际制度、多

边合作及联盟体系对美国霸权的支撑，同时认同特朗普主义以美国的现实利

益（尤其是经贸、产业和科技利益）为优先的理念，致力于寻求两种外交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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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平衡并对其进行融合。从扬弃角度看，拜登主义看到了自由国际主义和

特朗普主义的内在缺陷，试图避免在美国自由霸权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过

度扩张与孤立主义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尽可能对二者进行调和与统筹。

最终，“务实的现实主义”、“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内政—外交

互联思维作为拜登主义的理念产物，反映出美国建制派精英的战略转型意识。

相较于过时的自由国际主义和极端的特朗普主义，“中间主义”取向的拜登

主义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基础更为稳定，有可能在中长期意义上重塑美国外

交政策理念。

从实践层面看，由于拜登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各个主要领域都形成并

发展出因应时代变局的转型性政策，因而其战略影响将广泛地体现在地缘政

治、地缘经济、意识形态和国际格局等诸多方面。在地缘政治方面，拜登主

义进一步确立了深化大国竞争尤其是对华竞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首要地位，

同时也将应对跨国挑战视为当前和未来中长期的外交政策主题并突出中美合

作的重要性。这就表明美国对华战略遏压已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探索期和试

水期步入定型期和深化期，拜登主义的对华政策框架将对中美关系走向产生

更具持续性的影响。

在地缘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拜登主义在助力制造业回流美国、重组全

球供应链格局、重塑多边贸易规则以及推动世界格局朝着意识形态阵营化方

向发展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初始性影响，因此其后续演进十分关键，尤其是这

些领域都关乎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而这恰恰是美国通

过重塑中国外部环境以在“决定性的十年”实现“竞赢”中国战略目标的重

要手段。[1] 拜登主义通过经济和意识形态双重手段重振美国民主特别是壮大

国内中产阶级力量的做法，则有可能推动形成围绕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

共识，实现重塑民主党国内政治联盟和弱化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

双重目标。

[1]　赵明昊：《把控世界政治“拐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第 58-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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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格局方面，拜登主义构建的多层次与互嵌型联盟体系对国际格局

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深化传统安全领域的大国博弈，也将使经济、科技和

意识形态领域大国博弈复杂化。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借助联盟体系力量占据大

国博弈主动权，同时应对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挑战，在时代变局中护持霸

权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拜登主义重新找回了“西方”，巩固了美国的联

盟体系，使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推动大国博弈向纵

深发展并形成远超安全领域的外溢效应，催生出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

发展的更多不确定性。[1]

（二）拜登主义面临的内外制约

拜登主义因其一系列具有时代拐点特征的生成背景被赋予鲜明的中长

期、转型性意涵。然而正如布林肯在 2023 年 6 月访华时针对中美关系提出的

“高强度竞争更需要高强度外交”反映的道理一样，拜登主义中长期、转型

性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相应内外因素的配合。[2] 从美国面临的内政外交环境看，

拜登主义战略目标的实现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从内部看，拜登主义面临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经济困境和社会压力三重

制约因素。首先也最重要的是，美国政治极化与其全球领导地位之间存在日

益显著并且难以绕开的巨大张力，这成为拜登主义的首要结构性制约因素。

对此，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评论称，“美国的民

主和政治凝聚力出现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一个内部分裂的美国

将越来越不愿意且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3] 尽管拜登政府试图

通过多种手段重构国内共识，但其面临的极化鸿沟几乎不可能被彻底逾越。

[1]　赵明昊：《重新找回“西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构想初探》，《美国研究》

2020 年第 6期，第 45-64 页。

[2]　“Blinken Held ‘Candid’ Talks with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in Beijing,” NIKKEI Asia, 
June 18, 2023,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US-China-tensions-Blinken-
held-candid-talks-with-Chinese-foreign-minister-in-Beijing. 

[3]　Richard Haass, “The Dangerous Decade: A Foreign Policy for a World in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101, No.5, 2022,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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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性将会给其外交政策带来冲击，尤其是会削弱

美国盟友伙伴对其承诺的信心。

其次，美国国内经济困境，尤其是债务危机、巨额赤字和通胀高企将制

约拜登主义的有效推进。例如，美国联邦债务和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将

导致拜登政府“重返外交”的资金投入受限，难以满足推进大国竞争和应对

跨国挑战的战略需要。又如，国内通胀高企会抬升美国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

尤其是“去中国化”努力的经济成本。2022 年中期选举后，美国民主、共和

两党围绕联邦债务上限的分歧和斗争一度使国会众议院处于无序状态，甚至

引发政府关门危机，这给拜登主义谋求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蒙上了阴影。

最后，拜登主义的落实还面临一系列来自美国社会的深层压力，尤其是

其内含的一系列经济安全化、政治化理念将受到美国国内强大的产业资本和

科技利益集团的抵制。在美国的政治体系和制度环境下，社会力量无法长期

承受牺牲经济利益服务外交政策的代价。例如，美国在供应链领域以“去风

险化”为名的对华打压和脱钩使包括半导体企业在内的美国商界利益明显受

损，它们纷纷开始通过院外游说等各类手段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和经贸

政策并迫使其进行调整，这将使拜登主义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贸易规则的

努力受到重大掣肘。

从外部看，拜登主义则面临美国与其盟友伙伴间的龃龉、国家利益与全

球承诺间的张力、国际经济理念与市场原则和经济规律间的矛盾以及逆历史

潮流而动带来的“失道寡助”困境等四重制约因素。第一，尽管经过了价值

观包装和过滤，拜登主义隐含的民粹主义立场依然会使美国与其盟友伙伴之

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分歧，这会导致美国重振全球联盟体系的效果不及预

期。例如，拜登政府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打造供应链安全联盟的核心目标

是围堵打压中国并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而非向其盟友伙伴开放美国市场，

因此其政策本质是不对等和非互惠的，很难具有长期持续性。

第二，拜登主义虽然试图对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与特朗普“有原则的

现实主义”进行调和，但二者之间的深层张力会制约拜登政府“中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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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的有效性，特别是一旦其具有自由国际主义色彩的政策承诺沦为服

务自身现实利益的工具，美国与其盟友伙伴之间的信任很容易再度遭到破

坏，进而削弱美国重振全球领导地位的效果。对此，美国学者琼斯（Peter 

Jones）撰文指出，拜登主义需要处理国家利益与全球承诺之间的深刻矛盾。[1]

第三，拜登主义的国际经济理念有违市场原则和经济规律，因而其政策

努力难以取得满意结果。例如，拜登政府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试图破坏

印太地区既有的经贸合作机制和供应链体系，但中国在这一机制和体系中的

地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地区国家对此有着清醒认知。因此，这一框架的不

少成员国都对拜登政府泛安全化、泛政治化的做法持反对态度。[2] 就在 2022

年 5 月拜登政府宣布启动该框架时，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东

盟国家在内的地区成员国均表示印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不应被政治化”“不

应成为遏制中国的工具”。[3]

从根本上讲，拜登主义对全球大变局的理解建立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中心

主义基础上，固守霸权思维惯性，不符合开放包容的时代大势。因此，这种

逆势而为的外交政策转型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和长期支持，最终难免走

向“失道寡助”的境地。

五、结语

以历届总统命名的各类“主义”往往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但

历史经验表明，能够在中长期意义上真正重塑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性主义”，

[1]　Peter Jones, “Towards a Biden Doctrine: US National Interest or Global Commitment?,” 
RUSI, September 24, 2021, https://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towards-
biden-doctrine-us-national-interest-or-global-commitment. 

[2]　王浩、宋天阳：《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

安全战略》，第 110-111 页。

[3]　以上内容出处为作者在观看“印太经济框架启动直播”视频时根据各国代表发言内

容所记录的要点，视频来源：https://www.whitehouse.gov/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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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门罗主义、威尔逊主义和杜鲁门主义，并不多见。拜登主义致力于推动的

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由于以因应时代重大变局为背景、以调和自由国际主义和

特朗普主义两类政策遗产为路径，将具备成为这种“转折性主义”的内外有

利条件。因此，拜登主义的内涵逻辑将超越拜登政府的执政周期，对美国外

交政策理念产生更为持久的塑造，拜登主义的大部分政策取向将可能被继任

者接纳甚至延续。当然，拜登主义也面临诸多制约，因而其前景将根本取决

于能否通过进一步调适以推动形成有效的美国外交政策新模式。总的来看，

无论拜登主义能走多远，它都代表了美国主流政治精英对时代变局的理解和

对外交转型的探索，因而需要予以更多关注。面对拜登主义的这一转型努力

尤其是美国对华战略遏压的逐步深化，中国应继续保持应有战略定力，在做

好自己事情的同时思考更具主动性和审慎性的应对美国压力之道，尤其是从

美国外交政策理念和实践的调整及其背后逻辑中得到启示，从而加深对美国

的研究和认识，争取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的基础上推动中

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母耕源】


